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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ePindex8]摘要：根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国部分地区的乡村数字化指数偏低，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现象，然而关于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缺乏。为助力政府科学精准地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破解中国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探索生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具体路径。基于“社会-技术”理论框架，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中28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社会、技术和外部环境3个层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影响机制和驱动路径，并通过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实现路径。结果发现：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总体结果一致，28个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呈现递减趋势；数字乡村发展本质上在于及时回应公众期望及诉求，实现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多元需求的相互匹配，其建设成效受到公共需求压力、社会舆论宣传、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领导重视、财政支持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技术创新驱动型、综合协调联动型、社会压力响应型是实现高水平建设成效的3条驱动路径。因此，中国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要始终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数字乡村发展导向，持续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同时强化多种要素协同整合，并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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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is also critical for achiev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at this stage, according to the County Digital Village Index released by the Institute of New Rural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rural digitalization index in some areas of China is low, and there is a "digital divid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Most of releva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through case study or expertise sharing, and empirical discussion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village development are insufficient.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 to generate the effect of high-level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government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mbalance and inadequacy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the modified "social-techn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STS), and based on 28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Index of Digital Rural County 2020,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adopted to determine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s and driving path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technology,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Moreover,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realization paths for high-level digital villag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results of County Digital Rural Index, the effe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28 provinces varies significantly, showing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east, central to the west. The building of digital villages essentially lies in responding to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and demands in a timely manner, and realizing the mutual matching between policy and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multiple demands, its construction results by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pressure of public demand, public propaganda, technological soft power, digitalization service capacity, leadership, and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three realization paths to achieve high-level construction result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riven path,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linked path, and social pressure-responsive path. Therefore, to further develop high-quality digital villages, China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digital village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farmers' need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ppl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and enhance the strategy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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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5]0   引言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指以数字化、智能化、优质化的生产要素为基本特征，以互联网平台为运作载体，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实用技术为手段的现代化乡村建设的新颖形态[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信息化、网络化建设，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数字乡村的政策文件及发展规划，不断加快数字化技术与“三农”领域的深度融合。近些年来，在国家各项宏观战略部署下，中国各地也不断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在农业信息技术研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农村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成效逐步显现[2]，为乡村振兴提供崭新动力和技术支撑。然而也须清楚看到，随着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处于改革“神经末端”的地方政府虽投入了较多资源，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依旧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乡村的整体效益。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连续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显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但目前各地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地区的乡村数字化指数偏低，并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数字鸿沟”，东部数字乡村发展遥遥领先西部和东北地区1）。以上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不同地区在推动乡村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方面存在能力差异？哪种要素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这些要素怎样组合才能生成高水平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如何破解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政府如何配置资源才能科学精准地驱动数字乡村发展？这不仅是数字乡村战略决策者与执行者应当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学者们在理论层面需要探讨的关键科学议题。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政府推动区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背景，参考“社会-技术”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驱动路径。
[bookmark: pindex28]1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bookmark: pindex29]1.1   文献回顾
进入新时期，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也是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来，学者们主要从以下3个层面展开探究：
一是数字技术何以赋能乡村振兴。从本质上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进而充分释放乡村社会数字红利[3]。关于其实践逻辑，沈费伟等[4]、何阳等[5]学者从内生视角指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关键在于通过“互联网+”模式，强化乡村自治组织体系，提升农民信息素养技能，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谢秋山等[6]、陈弘等[7]学者则从公共服务视角提出数字技术通过政府供给端、服务环境端、公众需求端、监测反馈端等方面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三农”多元化需求；还有汤志伟等[8]、武小龙[9]的研究从生态系统视角分别指出乡村数字化转型涵盖了制度供给、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应用场景等内容，是一种多要素融合创新与价值共创的发展机制。总体而言，数字乡村是伴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转型过程。
二是数字乡村的实践困境及优化策略。冯朝睿等[10]学者普遍认为现阶段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另外，在服务对象层面，数字乡村建设容易面临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数字素养较低，社会参与氛围欠缺，导致乡村数字化内生动力不足、供需不匹配[11]；在技术应用层面，如张蕴萍等[12]、赵星宇等[13]研究指出，则存在数字平台应用视角狭窄、平台乡村互动场景受限、信息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系列问题。此外，陈潭等[14]、王胜等[15]的研究则分别从政策供给、人才培养、数据统筹、资金供给等方面探讨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基于此，文丰安[16]、李燕凌等[17]、沈费伟等[18]、陈雪梅等[19]、赵秀玲[20]等学者分别从优化顶层设计与政策规划、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大数据技术支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加大数字乡村宣传引导等多元维度，提出了完善数字乡村实施路径的对策建议。
三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测度与影响机制。为了更为全面、系统地审视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情况，已有不少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针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展开衡量与分析，如朱红根等[21]、丁建军等[22]、伍国勇等[23]、刘庆等[24]学者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队伍、数字政务环境等方面构建了数字乡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实证研究，由此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区域差异性较大，呈现出“东高、中次、西低”的递减状态；同时，通过对影响因素的检验分别得出，政府行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村人口规模、科技创新能力等关键变量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存在显著作用关系。除实证分析之外，也有较多学者从定性分析角度探讨数字乡村背后的影响机制，如房冠辛[25]强调农民主体及农民需求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沈费伟等[4]则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受到顶层压力、技术支撑、宣传引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相关文献对于数字乡村的内涵及机制作出了有益探讨，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但从研究内容上看，大部分文献偏重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阐述与概念剖析，仍未能对数字乡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足够的实证依据；同时，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不同区域的数字乡村差异化特征，但更多聚焦于数字乡村发展的评价指标构建与水平测算，较少探寻各条件要素协同匹配效应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开展多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探索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差异化路径，以期为相关地区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践指导。
[bookmark: pindex35]1.2   理论框架
“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 STS）是一种组织层面的综合分析理论，最早由英国组织管理学家Trist及其研究团队[26]提出，主要用于解释和分析企业或一般组织实施创新、采纳新技术等行为。“社会-技术”理论主张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应由社会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联合构成，为了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与管理效果，必须确保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协调。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等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Shin[27]等学者在该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构建“社会-技术”框架，提出增加外部环境作为核心变量。“社会-技术”框架已广泛应用于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的研究中，如Kim等[28]将社会技术系统方法应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的案例分析中，对更富有成效的软件促进政策提出了建议。中国学者对此亦有所研究，如唐方成[29]将“社会-技术”理论框架与风险结构相结合，用于分析发展新技术活动的企业生产；张会平等[30]通过“社会-技术”理论框架对政务服务系统的网络安全进行探究，并提出了提升政府部门网络保障能力的建设路径。总而言之，在研究动态技术发展以及可持续技术发展发生时，“社会-技术”理论视角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对农村生产生活进行改造与更新的系统性行为[31]，其建设效率和发展效益同样离不开社会因素、技术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从整体视角出发，利用“社会-技术”理论框架，结合中国数字乡村的建设实践，构建由社会（S）、技术（T）和外部环境（E）3个层面因素结合而成的省域数字乡村建设成效解释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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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39]图1  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社会层面。社会因素涉及社会系统的特征和资源，例如服务对象的需求属性、服务对象与供给对象之间关系、信息传播及接收等[32]。信息技术的创新及应用不应只着眼于技术问题的最优化和有形的技术产品，更需要思考如何将客观信息技术嵌入于使用者所处的社会系统之中[33]。数字乡村建设同样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根据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选择公共需求压力和社会舆论宣传作为社会层面的关键条件变量。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需求，实现社会的某种功能诉求[34]。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有效满足农民新时代的生产生活需求。在社会公众需求的驱动下，政府得以不断提升信息技术的服务供给能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同时，强化信息传播、提高公众认知对于政策的采纳与执行也具有重要作用，即通过积极主动的媒体关注和舆论宣传，倒逼政府不断推动和完善信息技术创新[35]。
第二，技术层面。技术因素是组织变革与创新的基础，涉及技术能力、技术方法、技术应用等方面[36]。已有研究也证明了在技术与组织的相互作用中，技术条件的成熟与否会影响到组织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采纳和应用等一系列行为[37]。因此，本研究选择技术软实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作为技术层面的核心变量。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以技术治理为驱动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依托于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手段，而技术软实力是地方政府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底层载体，在本质上代表着政府在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储备；数字化服务能力则体现为数字技术场景的应用水平，即地方政府在公共建设与服务中有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5G、云计算等技术工具的能力水平，其高低决定了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数字技术促进智慧交通、在线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以及丰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满足群众的多元化需求[38]。
第三，外部环境层面。由于组织系统的开放性和交互性，其运行方式与功能不仅受到社会因素、技术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39]。外部环境为组织生态系统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资源，以维持组织的动态稳定性。以往的经验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与政策支持是公共部门应用创新的最主要外部驱动因素，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创新发展的重视和支持是公共部门成功、可持续的关键[40]。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亦是如此，若上级领导对本区域乡村数字赋能的重视程度越高，且本区域所获取的财政资源支持越多，意味着具备更良好的发展禀赋及环境。因此，本研究选择领导重视与财政支持作为外部环境层面的核心变量。
[bookmark: pindex44]2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45]2.1  案例说明
2022年5月，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41]发布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报告，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基础上将样本从原来1 880个县区扩大到2 481个县区，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各区域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展开全面评估，系统揭示了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趋势、主要短板及发展潜力。该研究成果已为相关领域学者深入探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进展、驱动力、经济社会效应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报告中涵盖的28个省份（未含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案例，可以较好地满足QCA所选案例要求的具备可比性、多样性等原则。
[bookmark: pindex47]2.2   研究方法
QCA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回归分析等计量方式的局限，融合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相对优势，可以更为有效地探究某一结果的驱动路径及作用机制。本研究选择fsQCA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并非由单一因素主导，而是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fsQCA方法能够更为清晰、直接地从组态分析视角探讨可能存在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二是fsQCA方法主要适用于中等样本的案例分析，本研究的案例样本数为28个，符合fsQCA方法的案例选择要求；三是相比其他定性比较方法，fsQCA可以呈现出变量的程度差异，如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均无法将赋值简单处理为0或1，需要体现变量的程度变化，故采用fsQCA更为合适。
[bookmark: pindex49]2.3     变量设定
[bookmark: pindex50]2.3.1   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为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基于相关数据可行性和完整性，采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报告中各省份的综合评估均值作为衡量结果变量的原始数据。该报告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经济数字化指数、治理数字化指数、生活数字化指数等指标对数字乡村整体水平进行实证评估，评分结果能够较好地体现各省份数字乡村的建设成效与特征，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bookmark: pindex52]2.3.2  条件变量
一是公共需求压力。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主张政府行为要满足公民需要，公共需求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提高服务的回应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只有接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农户越多，才更有可能对数字乡村建设产生需求。因此，采用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作为公共需求压力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0》。
二是社会舆论宣传。新闻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能够有效地引导公众参政议政，同时对政府工作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推动政府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持续优化[42]。采用百度资讯指数作为社会舆论宣传的测量指标。百度资讯指数以百度智能分发和推荐内容数据为基础，全面评估网民对智能分发和推荐内容的被动关注程度，在衡量某一话题传播效果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设定以下检索条件收集数据：“地区=各省份，主题（精确）=数字乡村、农村信息化、智慧农业等，时间范围 =2016－2020年”。
三是技术软实力。技术软实力是检验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核心要素，只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技术能力储备，才能更加有效地赋能乡村社会。大数据开发应用是农业农村数字化、信息化的底层技术，体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软实力，因此，采用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作为技术软实力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大数据发展水平评估蓝皮书（2019）》。
四是数字化服务能力。数字化服务能力代表着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将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农村要素资源相融合来培育乡村发展新模式、新业态。采用数字政府发展指数作为数字化服务能力的测量指标。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乡村发展息息相关，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体现着政府的数字化治理能力，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政府服务创新等方面的表现越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
五是领导重视。在中国的行政体制运作中，领导的角色和作用至关重要，是各项政策任务得以有效落实的根本保障[43]。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重视程度代表了施政重心和方向，也决定了各项工作议题的优先性与持续性。借鉴曾润喜等[44]的研究，采用省（区、市）委机关报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报道数量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重视程度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设定以下检索条件收集数据：“报纸（精确）= 各省份省（区、市）委机关报，主题（精确）=数字乡村、农村信息化、智慧农业等，时间范围 =2016－2020年”。
六是财政支持。财政资源是政府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地方政府所获得财政支持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发展出提升服务效能、促进服务便捷的数字乡村功能体系，因此，采用财政支农支出作为财政支持的测量指标。财政支农支出主要指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建设性资金，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0》。
[bookmark: pindex59]2.4   各变量数据测量与校准
根据以上变量设定，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研究框架，相关变量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bookmark: pindex61]表1  变量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82.57
	35.48
	55.33
	10.62

	公共需求压力
	1 236.98
	12.64
	397.98
	317.17

	社会舆论宣传
	127.00
	0
	37.68
	34.22

	领导重视
	26.00
	3.00
	12.75
	5.85

	财政支持
	1 310.89
	219.06
	688.67
	261.71

	技术软实力
	57.19
	1.02
	23.65
	11.73

	数字化服务能力
	70.10
	39.60
	56.00
	9.87



此外，考虑到本研究所选取的变量类型，借鉴Fiss[45]提出的直接校准法，运用三值模糊集进行锚点设定，依次把95%、50%、5%分别设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临界值。具体校准锚点结果如表2所示，按照此校准依据，利用fsQCA软件的 Calibrate 函数对结果变量及各条件变量进行校准，最终得到0～1 之间的模糊集数据。
[bookmark: pindex104]表2  变量校准的锚点
	[bookmark: _Hlk132066564]变量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69.76
	54.80
	39.34

	公共需求压力
	897.85
	267.46
	33.19

	社会舆论宣传
	111.85
	25.50
	1.70

	技术软实力
	43.93
	21.07
	7.02

	数字化服务能力
	69.80
	57.45
	40.84

	领导重视
	22.30
	11.00
	4.70

	财政支持
	1 000.18
	691.61
	241.76



[bookmark: _Hlk132067252][bookmark: pindex138]3    数据分析及实证结果
[bookmark: pindex139]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不同地区在数字乡村方面的建设成效及影响条件，在开展组态分析前首先对结果变量及各条件变量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第一，不同省份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差异较为明显，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问题。其中，有10个地区的数值停留于较低水平（低于0.4），而达到较高水平（高于0.8）的地区也有10个。具体而言，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高值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而低值多集中于西部地区，基本呈现“东－中－西”递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居于领先地位；中部部分省份表现较佳，且通过发挥追赶效应使得其数字乡村建设成效与东部地区保持较小差距；东北地区与西部省份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则明显滞后于其他区域，并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结果变量与各前因条件之间并非总存在正相关关系，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数值较高地区的 6个条件变量并非全部表现为高值，如浙江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最高，但其在财政支持方面处于低值，河北在技术软实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方面处于低值等。这也进一步说明，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地区在数字乡村发展路径方面存在差异性，即不同条件组态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提升，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背后的组态效应和驱动路径。
[bookmark: pindex143]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校准后）
	地区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公共需求
压力
	社会舆论
宣传
	技术软
实力
	数字化服务能力
	领导重视
	财政支持

	广东
	0.85
	0.94
	0.90
	0.99
	0.96
	0.93
	0.95

	江西
	0.82
	0.64
	0.50
	0.53
	0.85
	0.50
	0.34

	广西
	0.44
	0.79
	0.21
	0.41
	0.55
	0.50
	0.60

	福建
	0.95
	0.70
	0.48
	0.85
	0.91
	0.69
	0.11

	湖南
	0.51
	0.80
	0.63
	0.44
	0.46
	0.50
	0.79

	湖北
	0.80
	0.69
	0.68
	0.68
	0.77
	0.13
	0.50

	江苏
	0.96
	0.99
	0.77
	0.96
	0.85
	0.38
	0.92

	浙江
	1.00
	0.90
	0.94
	0.92
	0.99
	0.83
	0.37

	河北
	0.89
	0.94
	0.86
	0.45
	0.09
	0.92
	0.79

	山西
	0.60
	0.21
	0.48
	0.30
	0.26
	0.57
	0.25

	辽宁
	0.23
	0.06
	0.42
	0.62
	0.13
	0.19
	0.14

	吉林
	0.18
	0.08
	0.56
	0.28
	0.43
	0.69
	0.19

	黑龙江
	0.09
	0.12
	0.33
	0.31
	0.12
	0.83
	0.63

	安徽
	0.80
	0.86
	0.59
	0.69
	0.65
	0.38
	0.65

	河南
	0.90
	0.90
	0.97
	0.64
	0.58
	0.96
	0.96

	山东
	0.91
	0.95
	0.96
	0.92
	0.88
	0.92
	0.90

	海南
	0.46
	0.08
	0.07
	0.26
	0.77
	0.79
	0.05

	四川
	0.25
	0.96
	0.64
	0.81
	0.94
	0.38
	0.99

	贵州
	0.51
	0.20
	0.31
	0.73
	0.89
	0.87
	0.85

	云南
	0.18
	0.53
	0.23
	0.24
	0.05
	0.13
	0.93

	陕西
	0.50
	0.43
	0.42
	0.61
	0.15
	0.83
	0.35

	甘肃
	0.21
	0.41
	0.14
	0.23
	0.08
	0.13
	0.39

	青海
	0.02
	0.05
	0.04
	0.11
	0.04
	0.08
	0.05

	内蒙古
	0.11
	0.06
	0.50
	0.34
	0.34
	0.03
	0.50

	西藏
	0.04
	0.04
	0.04
	0.03
	0.05
	0.02
	0.09

	宁夏
	0.41
	0.05
	0.06
	0.28
	0.44
	0.28
	0.04

	新疆
	0.05
	0.21
	0.09
	0.01
	0.05
	0.19
	0.95

	重庆
	0.67
	0.24
	0.60
	0.60
	0.58
	0.98
	0.09



[bookmark: pindex380]3.2   单条件必要性分析
通过fsQCA软件分析各变量的必要性，结果如表4所示，6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这表明数字乡村发展并不依赖于单一变量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检验不同前因条件相互组合对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影响。
[bookmark: pindex382]表4  数字乡村发展单要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一致性
	覆盖率

	公共需求压力
	0.798
	0.827

	~公共需求压力
	0.432
	0.438

	社会舆论宣传
	0.797
	0.852

	~社会舆论宣传
	0.510
	0.502

	技术软实力
	0.843
	0.849

	~技术软实力
	0.499
	0.520

	数字化服务能力
	0.813
	0.841

	~数字化服务能力
	0.477
	0.484

	领导重视
	0.801
	0.785

	~领导重视
	0.485
	0.521

	财政支持
	0.686
	0.685

	~财政支持
	0.552
	0.581


注：~代表相应条件不存在。

[bookmark: _Hlk132066762][bookmark: pindex426]3.3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基于样本数量和参考过往研究经验，将0.8设定为原始一致性的阈值，案例频数值阈值设置为1，从而构建相关变量的真值表并进行标准化分析，形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不同条件组态。根据Ragin[46]的建议，中间解优先于复杂解和简约解，其所呈现的条件组合可以视作结果变量的影响路径开展分析，而中间解和简约解的并集则看作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条件组态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到，产生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中间解共有4种组态，单个条件组态的一致性及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9，证明这4种条件组态均可视为影响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充分性条件；此外，总体解的覆盖率为0.700，意味着4种前因条件组态可以解释70%的研究案例，中间解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均高于临界值，说明各条件组态对于回应“何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成效”这一研究问题具备解释力。
[bookmark: pindex428]表5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组态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公共需求压力
	▲
	
	●
	●

	社会舆论宣传
	
	▲
	●
	●

	领导重视
	▲
	▲
	
	▲

	财政支持
	△
	△
	▲
	▲

	技术软实力
	●
	●
	▲
	○

	数字化服务
能力
	●
	●
	▲
	○

	一致性
	0.989
	0.969
	0.936
	0.978

	原始覆盖率
	0.321
	0.332
	0.502
	0.276

	唯一覆盖率
	0.029
	0.040
	0.236
	0.062

	总体解的
一致性
	0.941

	总体解的
覆盖率
	0.700


注：●表示作为核心条件且在本组态中存在，○表示作为核心条件但在本组态中缺失，▲表示作为边缘条件且在本组态中存在，△表示作为边缘条件但在本组态中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可有可无。

[bookmark: pindex488]3.4    稳健性检验
借鉴Schneider等[47]的研究，在fsQCA分析中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I）的阈值设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结果和没有结果（即否定）的情况下同时存在配置的子集关系，PRI一致性越高表示案例一致性越好。为了确保以上基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参考既有研究的操作方法，将PRI一致性的门槛值从0.70提升至0.75，以对比原始的条件组态与更改一致性标准后的条件组态。结果显示，各条件组态的覆盖度、一致性等观测结果与初始设定基本保持相同，覆盖度从0.700变为0.691，一致性从0.941变为0.952，且各组合均通过一致性检验，这说明本研究的基本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bookmark: _Hlk132067305][bookmark: pindex490]3.5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路径诠释
基于上述4种组态，结合理论和实践分析，将不同区域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提升路径归纳为3种类型：技术创新驱动型、综合协调联动型和社会压力响应型。
[bookmark: sys492088]（1）技术创新驱动型：包括了组态1（公共需求压力×领导重视×~财政支持×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与组态2（社会舆论宣传×领导重视×~财政支持×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可以看到，这两种路径本质相同，均重点强调技术系统、技术因素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导向性，具体表现为技术软实力与数字化服务能力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公共需求压力和领导重视或社会舆论宣传和领导重视发挥辅助作用，而财政支持不具备存在意义。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有福建、重庆等。以福建为例，早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便敏锐捕捉到数智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成立了“数字福建”领导小组，通过强化高层推动和组织保障，为后续发展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数字乡村业态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技术支撑更是福建省数字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数字福建”建设伊始，福建省便积极推动与腾讯、中国电信等优质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利用外部技术力量的建设和运营能力，为本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并且，福建省还积极推动数字乡村技术革新与“三农”现实需要相结合，确保数字科技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性和适用性，比如积极挖掘福建茶叶产业、闽南特产等特色资源，打造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等生产服务型平台，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新矩阵，从而有效推动农民创业增收。从福建的经验模式可以得出，技术创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直接驱动力，同时还应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践行以“三农”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从而加速乡村数字化、信息化的高质量发展。
（2） [bookmark: sys493048][bookmark: sys49313348]综合协调联动型：包括组态3（公共需求压力×社会舆论宣传×财政支持×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该组态构型所覆盖的案例数量最多，说明了在领导重视或上级推力等因素不显著情况下，区域拥有较强的公共需求压力与技术支撑、良好的财政供给和舆论宣传将能稳定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其中，公共需求压力、社会舆论宣传发挥核心作用，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与财政支持发挥辅助作用。“社会-技术”理论框架强调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的协同发展，在外部环境的加持下，两者的耦合能够推动组织体系的进化与提升，因此，综合协调联动型也可称为系统完善型，要求多种前因条件相互作用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该路径的典型代表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河南等。比如，广东长期坚持以服务民生为导向，不断加大农业农村信息化投入，早在2017年便已实现行政村4G网络全覆盖[48]，并通过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满足农民就近办理智慧农业、电子商务、培训体验等政务服务事项的切身需求；同时，广东还积极建设省级智慧农业产业园区，支持省内各地开展智慧农业科创园建设、智慧水产示范应用，持续探索数字乡村技术集成应用的产业化模式及规划方案。河南则应用大数据技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以“互联网+党建”智慧融平台推进数字党建，截至2021年全省终端站点达到5.2万个[49]；同时，积极开展舆论宣传和培训指导工作，通过举办华为村振数字乡村高峰论坛、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研讨培训班，以及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等，形成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综上所述，高绩效水平的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多种条件要素的有机结合、以农民需求为核心的发展导向，持续加强技术创新、财政支持与舆论宣传，精准有效地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
[bookmark: sys494061][bookmark: sys4946162]（3）社会压力响应型：具体体现为组态4（公共需求压力×社会舆论宣传×领导重视×财政支持×~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其中，公共需求压力与社会舆论宣传发挥核心作用，领导重视和财政支持发挥辅助作用，而技术软实力与数字化服务能力以逻辑非形式存在。该组态构型表明当公共需求压力与舆论宣传水平较高时，即使技术基础较为薄弱，也能产生较高水平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河北是该组态构型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河北高度重视在数字化发展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公共需求压力为核心推进“三农”数字化、智慧化。2019年河北提出深化拓展网络扶贫五大工程，通过开展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产品网络电商体系、实施网络扶智工程、优化信息服务工程及网络公益工程，有效满足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等基本民生诉求；另一方面，河北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宣传手段，提升各地对于建设数字乡村重要性的认识，比如举办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邀请大量行业人士共谋乡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在省内形成良好的宣传和学习氛围。此外，河北数字乡村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政策规划体系，不断强化高层领导的重视与财政资金的支持。
综上所述，在技术条件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公共需求压力与政治支持也是推动数字乡村发展的一种有效路径。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落脚点，数字乡村建设不是一味地追求高科技、高标准，而是立足于村域本土需求，做好前期调研与论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民生产生活的融合，着力发挥技术创新在乡村社会中的扩散效应和普惠效应；在此基础上，高层政府作为改革的主导者，须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与顶层推动，通过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与制度机制，加大区域农村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投入与舆论宣传，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bookmark: pindex496]4   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运用fsQCA方法及组态思维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多维组合因素和促进路径机制，并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差异较为明显，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地区依次呈现递减趋势；（2）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受到公共需求压力、舆论宣传、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领导重视、财政支持等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非某一前因条件的单独影响；（3）实现数字乡村高水平建设成效的可行路径有3条，即技术创新驱动型、综合协调联动型、社会压力响应型。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始终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提升群众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获得感及满意度。公共需求压力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核心条件出现在两种组态构型中，充分说明了数字乡村发展本质上在于及时回应公众期望及诉求，实现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多元需求的相互匹配。具体而言，各地方政府应立足于村域发展实际，做好前期调研论证工作，持续挖掘当地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潜在空间和有效需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提升农民满意度为导向构建服务型数字乡村治理体系。
二是持续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以创新驱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对农村社会的改造主要依靠高新信息技术的运用，这也是数字乡村最为显著的特征[13]。具体而言，要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5G技术、数据平台、网络宽带等资源要素在农村地区的配置及升级；同时，深入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相融合，有效催生农业生产管理智能化、乡村产业运营网络化、农村公共服务在线化等新模式新业态。
三是以发达地区为参考典范，强化多种要素协同整合。高水平的数字乡村绩效是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及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闭环结果，从整体论视角，要坚持以公众需求为发展导向，鼓励公众参与决策过程[50]，着力发掘并实现农业农村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意愿；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技术革新；同时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的浓厚氛围。
四是立足省情、因地制宜，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性。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资源投入巨大、涉及领域广泛的系统工程，不同省份之间的发展起点有所不同，各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村的发展特征和资源禀赋制定适宜路径及针对性措施，如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强化公共需求响应和高层领导支持也可“弯道超车”，从而实现不同区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均衡发展。
然而，本研究囿于fsQCA分析方法对中等样本前因条件数量的限制，只选择了6个解释变量用以解释生成路径，但数字乡村发展的决定因素错综复杂，仅仅6个解释变量无法完整展现所有可能的影响机制；其次，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官方公布的研究报告、统计年鉴等材料，缺乏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面的调研数据佐证，存在一定片面性。因此，未来可进一步细化调整研究变量，同时增加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一手数据，使结果变量与前因条件间的因果机制分析更为全面深入、更具说服力。


注释：
1）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将中国31个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地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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